
摘 要：新文科建设理念为我国语言学教材建设带来诸多机遇和挑战。当前我国语言学教材面临新文科系列教材规划滞
后、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本土开发与引进失衡、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和非通用语种教材紧缺等困境。基于新文科建设导
向，今后教材建设应进一步实施精品战略，打造专门系列；优化建设体系，凸显交叉应用；坚持引育并举，加强教材外译；推
动数字出版，创新教材形态；立足中外合作，完善教材类型等优化路径。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思考对落实新文科重
要战略、完善语言学教材建设、助力复合型高端外语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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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语言学是我国普通高等院校语言文学类专业的

必修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回顾语言发展历程，理解语
言功能价值，接触国际研究前沿（王扬 2004）。作为学
科内专业、系统、有效的知识传播载体，语言学教材一
直处于课程的关键位置，深刻影响着教学质量与教
法改革。以往语言学界对教材建设进行了诸多探索，
例如，鞠玉梅（2007）指出，虽然语言学学科呈现出积
极迅速的发展态势，语言学教材建设却远远不能满
足学科需求。也有学者注意到教材建设的抓手作用，
提出语言学教材建设应加强时代性、启发性、实用性、
动态性、多媒体性和方法指导性（李克，李淑康 2008；
施春宏 2010；王松 2016；Ouyang & Jiang 2019；麻彩
霞 2020；Cépeda et al. 2021）。

2018年，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发展战略，鼓励打破
学科壁垒，积极探索建设交叉融合的新学科和新方
向。新文科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语言学的交叉学
科属性，语言安全、语言服务、语言智库等新文科语言
学议题正成为对接新时代发展的核心方向。《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
类专业教学指南》（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2020）明确建议开设英汉语言对比、应用语言学、语言
研究方法等十几门独立课程。这说明，单纯的概论类
教材已不能满足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学实践需
求。教育部也强调教材建设的理念创新，要求开展新
形态数字教材的开发建设。然而，现有语言学教材仍

以纸质版本为主，新形态教材建设才刚刚起步。由此
可见，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教材建设任重道远，亟
需认真思考教材建设问题，以便科学推动教材建设
和教学实践。本文以当当网销售以及国家图书馆中
文及特藏文献数据库中收录的语言学教材数据为依
据，结合当前教育生态，从建设困境和优化路径两个
方面开展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思考。

1.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困境
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教材建设面临着五大困

境：新文科系列规划滞后、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本土
开发与引进失衡、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和非通用语
种教材紧缺。

1.1 新文科系列教材规划滞后
新文科语言学系列教材规划滞后导致新文科理

念与教学实践脱节。高度市场化、编辑专业性、高校
合作制等优势使得大学出版社长期承担我国高校教
材出版领域的引领者与开创者角色（宗俊峰，刘志彬
2021）。新文科建设理念提出之前，大学出版社顺应时
代和学科发展要求，承担了我国大量语言学系列教
材的建设工作。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语言学
教材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编 21世纪中国
语言文学系列教材”等。2018年后，新文科语言学系
列教材的规划工作面临推进迟缓的困境。一方面，传
统语言学理论多为西方引进，内容复杂但体系严谨，
语言学专业缺乏本土人文精神与思辨理性的指导，
容易陷入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困境（刘晓嘉，范军
2022）。另一方面，当前语言学教材市场出现了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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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使得高校教材出版的核心逻辑和市场结构
相对固化（周粟 2020）。2022年，中国高校外语学科
发展联盟课程与教材建设委员会、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语教材研究院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首
届新文科背景下外语课程与教材建设高端论坛，为
新文科指导下的外语教材建设提供了多角度、启
发性的指导意见。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组织全
国 20余所高校的教研骨干力量，首次规划出版“数字
时代普通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语言学专业系列教
材”20种。新文科理念和数字时代为此系列教材提
供明确的建设思路。然而，该系列主要服务于中国语
言文学学科建设，新文科理念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系
列教材建设尚待启动。这说明，新文科理念对语言学
教材建设的指导功效初见端倪、亟需深入。语言安
全、语言服务、语言智库等新文科语言学方向亟需开
发建设相关教材，以便实现培养复合型高端语言人
才的目标。

1.2 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
语言学教材交叉应用特色不凸显，削弱了新文科

理念对教材建设的指导价值。21世纪以来，我国语言
学教材建设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但学科交叉应用
特色尚不明显，具备工具特性与信息属性的语言学
学科交叉潜能尚未充分激活。本研究考察的 594本
语言学教材中，理论类与基础教程类教材占总量的
85%，这反映出当前语言学教材建设的主流仍然以理
论与概论为主。虽然理论类和基础教程类教材为广
大语言学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理论知识，但忽
略学生特点和实际需求可能会造成学习者在选择
运用理论知识解决语言问题方面存在困难（杨延宁
2017），无法实现良性动态的“学以致用”。2006年教
育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学术研讨会上，国家语委
多次强调语言学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本研究考察的
应用类教材共 63本，占总量的 10.6%。新文科理念提
出之前，应用类教材共出版 37本，2018年以后共出
版26本。方法论类教材共 16本，不足总量的 3%。新
文科理念提出前后方法论类教材出版数量相当。这
说明，应用类与方法论类教材在新文科战略提出后
增速有所加快，但依旧有较大开发空间。新文科时代
的语言服务方向对学科交叉应用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应用类与方法论类教材对语言应用和服务人才
培养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在注重“全人”培养的今天，
教材建设应适应学科交叉能力和创业创新能力的需
要，加强实验、实践、方法类教材建设，培养创新型复
合人才（国家教材委员会 2020）。然而，我国语言学应
用方法类教材建设尚未形成完备体系，交叉仅限于

语言学学科内部。语言学与理工科、医科等自然科学
交叉的教材依然薄弱，不能满足新文科交叉应用的
理念要求。

1.3 本土开发与引进失衡
本土教材开发与境外教材引进失衡的矛盾阻碍

了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步伐。我国语
言学教材建设长期处于“引进来”大于“走出去”的状
态，出版逆差明显，内外对接失衡。新文科理念提出
之前，我国语言学教材出版积极响应学术“引进来”
政策号召，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引进并
改编出版了诸多优秀丛书，如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
系列丛书（2005）、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
库（2014）、原版现代语言学丛书（2017）、英语国家高
校语言学系列教材（2018）等，初步实现体系化引进。
然而，对引进教材的监管不足为教学内容失当、价值
导向偏误、中华文化失语等问题埋下隐患（苏莹莹，
董希骁 2021）。2019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语言
学系列教材引进明显放慢了步伐。新文科建设强调
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语境对接，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
的话语表达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这说
明，只靠“引进来”而不能“走出去”是无法服务于国
家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反观语言学教材“走出去”，虽
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受国家重视，但汉语本
土语言学教材外译力度远远不够。国家社科基金中
华学术外译项目提供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王伟 2019）。自 2010年设立以来，语言学著作立项
数量从 2013年的 1本增长至 2021年的 14本。教材
类用书，只有 2021年立项的《自然语言计算机形式
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等少数几本，未能形成教材外译
的体系。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界强调中国语言学传
统的传承发扬，本土教材外译是中国语言学研究走
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术声音的有效途径。因
此，语言学界在中国语言学教材“走出去”的输出道
路上仍需努力。

1.4 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
数字技术赋能教材建设程度低，无法对接以数

智驱动为属性的新文科时代。新文科背景下，数字技
术赋能教材建设成为必然，新形态教材建设势在必
行（周永健 2019）。当前数字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
的运用日益广泛，直接影响学科教材的开发趋向。然
而，我国目前的语言学教材仍以纸质媒介为主。本研
究考察的教材中，只有少数基础教程类教材附带数
字光盘，如胡壮麟《语言学简明教程》系列。少数教材
可以从网盘、电子课本网站等获得配套电子课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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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新《语言学教程》等。就内容和形式来看，数字语
言学教材缺乏丰富性和互动性，形式单一、用户体验
弱等问题凸显，且现存的数字教材多为基础教程类
纸质教材的电子复刻，系统完整的语言学数字教材
并未出现。《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国家教材委员会 2020）明确提出教材编写与出
版要满足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学习特性。随着新文科
理念的深入，中国大学慕课 APP自 2019年以来共上
线基于语言学教材的 19门语言学慕课，其中 17门为
概论型慕课、另有 1门德语语言学慕课和 1门法律语
言学慕课。这说明语言学教材与慕课资源已经呈现
出初步融合的趋势。然而，语言学学科目前还未形成
权威、开放且持续更新的网络服务平台，语言文字安
全与语言技术安全的考量还未提升到一定高度。综
上，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教材在新形态教材的程
度和范围、数字技术赋能平台建设、语言文字与技术
安全方面上仍有进步空间。

1.5 非通用语种教材紧缺
非通用语种教材建设滞后导致新文科理念无法

辐射外国语言文学整个学科。从语言学教材所属语
种来看，90%以上的语言学教材属于英语和汉语等通
用语种。非通用语种语言学教材占比不足 10%，每个
语种的语言学教材往往只有一到两本，缺口很大。一
些语种已出现社会认可度较高的语言学教材，如《德
语语言学教程》《法语语言学导论》《西班牙语语言学
教程》和《日语语言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推进，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等受到较高关注，众多高
校开始增设相关专业，市场需求扩大。新文科理念下，
非通用语种语言学教材需要整合提升。反观语言学
教材市场，非通用语种的权威语言学教材出版无序
化、出版力度薄弱性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非通用
语种语言学教材几乎清一色地以概论、导论为主，教
材建设依然坚持传统语言学导向，形式较为单一，内
容相对简单。应用类、方法类、学科交叉等类别的教材
几乎空白，十分稀缺，未能满足新文科战略转向的要
求，未能符合新时代语言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较难
满足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国民语言能力建设所形成
的基本共识。如果缺乏相关教材，非通用语种学习者
和爱好者只能借助汉语或英语教材学习语言学知
识，这无疑阻碍了语言与专业素养一体化整合学习。

2.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优化路径
2.1 实施精品战略，打造专门系列
打造精品、定向开发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

材建设的启动环节。新文科背景下，我国语言学教材
建设应致力于打造内容创新、体系合理、适用有效的

新文科语言学品牌教材，这需要高校和出版社各司
其职、通力落实。一方面，高等院校应积极响应《普通
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的号召，发挥自身优势与人
才优势。鼓励一线教师参与研讨，积极响应配合“一
带一路”倡议对语言的需求。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大背
景下深入了解新文科语言学方向，如应急语言方向、
语言服务方向，遴选相关素材，统筹全国资源，合作参
与教材编写工作，做到精品教材的大力研发与共享
（雷鸣，韩烨 2018）。另一方面，各大出版社应组织调
研语言学教材内容、难易度、结构等信息，在新文科理
念的指引下借助“引进+改编”，立足教材精品建设战
略；尽快形成适合我国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教材评估理
论系统与机制，学习国外较为成熟的教材评估理论
（如 Cunningsworth 1984），借鉴多元评估视角，如内部
结构、外部使用、出版立场、教师学习者立场等视角
（张雪梅 2019）。同时，出版社应尽快落实新文科语言
学规划教材选题，在新趋势指引下丰富教材创新点的
挖掘角度，最终实现新文科语言学品牌产品的打造。

2.2 优化建设体系，凸显交叉应用
完善体系、交叉融合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

材建设的核心途径。新文科建设以学科交叉应用为
特色，语言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领
域均有交叉潜能，跨学科趋势日益显著。因此，新文
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的建设需首先坚持学科融合
导向，树立全局观念，补齐短板、均衡出版，构建理论、
方法、实践三位一体的教材体系，克服语言教学中“学
用分离”的弊端（文秋芳 2015），实现语言人才的知
识、能力与素质的全方位培养。其次，可借鉴其他类
型丛书建设体系来架构语言学教材建设体系。例如，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全国高等学校外
语教师丛书，包括理论指导、科研方法、教学研究、学
科发展、学术著作系列，为广大高等院校教师提供了
丰富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指导，也为语言学教材的建
设体系提供了借鉴案例。最后，可采取“教学研究—
策划出版—营销推广”一体化的教材出版模式（梁颖
2020），精准把握语言学学科的社会、政治、文化需求、
交叉学科发展需求和实证研究普及需求，通过文文
交叉、文理交叉和文医交叉等建立学科领地，优化新
文科语言学教材的建设体系。

2.3 坚持引育并举，加强教材外译
引育并举、加强外译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

材建设的关键抓手。一方面，我国语言学教材在“引
进来”方面可继续加强本土化改造，拓展引进教材形
式，纸质版与多种配套资源整合引进，为读者提供获
取知识的整体资源包。另一方面，本土教材“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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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进一步加强。21世纪初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
去”战略积极推动着中国文化的觉醒、整合与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走出去”被提升到国家顶层战
略层面，再度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理念与方
法（慕玲 2018）。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语言学学
科备受关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日益壮大。本土优质语言学教材和中国语言研究
教材都是必不可少的外译项目之一。新文科建设在
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军 2021）。教材外译
是新知识、价值理念、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必要传播平
台，走出国门是扩大传播影响、增强传播效果的主要
途径之一。因此，加大中国语言学教材的外译力度势
在必行。语言学教材外译可以选择内容设计恰当、文
化渗透有度、市场反响较好的中国语言学教材进入
外译项目；关注语言学分支学科，借鉴我国语言智库
方向的研究成果，选取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贡献中国
智慧的教材进行外译。另外，熟悉国外语言学教材建
设前沿与市场需求，把握境外出版社的语言学教材
出版分类，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面向全球
开展优质内容的多语种出版，做到游刃有余，有的放
矢（吴迪 2020）。必须注意的是，在本土教材“走出去”
的过程中，加大对语言资源安全与语言文字安全的
关注，确保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发展权和传
播权远离干扰、威胁与侵害。

2.4 推动数字出版，创新教材形态
数字出版、创新形态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

材建设的重点趋势。云计算、新媒体、大数据带动数
字阅读浪潮，便捷智能终端的普及方便纸质教材向
数字教材的过渡。语言学教材应积极推动数字出版，
加强与信息技术单位合作，关注新形态教材，如数字
教材、“互联网+”教材、富媒体移动交互教材、以课程
为中心的融合教材（庄红权 2020）；打造立体化教材，
利用多模态资源增强语言学学科内容的直观性与生
动性，打破语言学学科“理论性强，抽象难懂”的思维
定式，合理应对教学资源多元化趋势。出版社应积极
进行市场调研，了解读者需求，参考常用语料库，借助
数字技术实现理论与例证的动态互动，解决纸质教
材例句滞后性的常见问题。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化教
育应用平台建设数字新形态教材，如促进跨组织与
平台的资源共享的 MOOC（张冰越，杨海平 2020）。当
前多种语言学课程上线中国大学 MOOC平台，如以
胡壮麟主编《语言学教程》为蓝本的北京师范大学的
“魅力语言学”、东北大学的“英语语言学概论”、北京
语言大学的“语言学导论”。新文科语言学教材可借
鉴此类成功案例，探索“纸质教材+网络慕课”的建设

模式，开发教材配套资源，如附带题库、视频案例的二
维码或资源地址，实现教材的增值服务（刘超 2020）。
另外，可积极利用社会化媒体开发新文科语言学教
材，建设权威且持续更新的虚拟资源库。在确保语
言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尝试开发语言文字学习应用
程序，增强语言教育技术与教育资源管理，尽力做
到教材内容时新、问题解决便捷、用户体验良好与
知识产权可靠。

2.5 立足中外合作，完善教材类型
中外合作、完善类型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

材建设的必要环节。近年来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发展迅
速，除英语外的各语种专业呈现大幅增长趋势。“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带动了非通用语种的发
展崛起，外语专业人才成为人类文明互鉴的纽带。针
对当前非通用语种语言学教材的出版短缺问题，出
版社应立足问题导向，摸清我国各高校非通用语种
的建设现状，打造出版社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各高校应积极鼓励中外教师共同编写或改编教材，
解决部分非通用语种专业本土师资力量薄弱的现实
问题。结合非通用语种专业的课程标准与培养目标，
深入做好市场调查，充分了解各非通用语种学习者
的需求，尤其关注学习者对相关语种语言学教材的
难易接受度；在引进国外原版教材与出版本土化教
材时，加大审核力度，考虑不同水平的受众人群，形成
循序渐进、知识与文化融合、理论与时代对接的语言
学教材体系。与此同时，开发多语种教材前要从国家
语言传播导向、现代教育思维、教材体系、市场需求等
方面做好宏观统筹和顶层设计（滕连帅 2017），紧跟
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脚步，努力确保语言人才的“国家
利益开路先锋”角色与担当（文秋芳 2016）。

3. 结语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困境与优化路径

的相关探讨对落实新文科理念、完善语言学教材建
设、助力复合型高端外语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意义。当
前我国语言学教材建设的困境突出表现为：新文科
系列教材规划滞后、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本土开发
与引进失衡、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非通用语种教材
紧缺。鉴于此，未来新文科语言学教材建设应致力于
打造精品、交叉应用、完善体系、加强外译、数字赋
能、创新模式、覆盖语种、深化合作等工作，构建目标
明确、供求平衡、体系完备、持续发展的教材建设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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